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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数字化社会转型的深入，就业形态发生了信息技术化革命，也对公众数字素养的提

升提出了时代应然的要求。研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公众的数字素养与远程办公预期的关联

性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浸润和数字能力均对远程办公预期具有促进作用，其中数字能力的促进作用

更强；数字浸润在其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效应；性别和工龄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在男性中，数字浸润对

远程办公预期的提升作用更强；且数字素养对远程办公预期的正向影响会随着工龄的增加而增强。数字素

养是支持远程办公的重要方面，在重塑工作模式偏好中发挥变革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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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digital literacy and remote work expectations in China’s digitizing society. Results show that both digital 
immersion and digital capabilities positively enhance remote work expectations, particularly digital capabilities. 
Digital immersion significantly mediates this association. Gender and tenure moderate these effects, with a 
stronger impact of digital immersion on remote work expectations in men.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literacy on 
remote work expectations grows with longer tenure. Digital literacy is pivotal in transforming work modalities, 
crucial for enabling remote work.

Key Words: Digital literacy; Remote work expectations; Digital immersion; Digital capabilities

中图分类号：D569; C915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5994/j.1000-0763.2024.12.0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与完善国家科技治理体系研究”（项目编号 : 21ZDA017）。
收稿日期：2023 年 10 月 11 日
作者简介：徐超凡（1998-）男，江苏南通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学、科技与社会。

Email: xcf22@mails.tsinghua.edu.cn

引    言

进入数字社会，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支撑

的智能革命纵深发展，将数字技术逐渐融入公

民的日常生活。数字革命的一个重要面向是，

电子产品和传输媒介的普及与成熟为远程工作

的实现提供了强力技术支撑，驱动现代工作形

式在产业信息化中逐步呈现出移动分散的居家

型趋势，我国公民的数字技术使用进入到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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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工作场景中，信息化时代远程工作模式广

泛实践并取得了良好效益。[1] 因此，运用信息

通讯技术实现工作目标和社会参与业已成为数

字能力重要衡量指标。

落眼到中国的现实情境，“十四五规划”

面向构筑美好数字生活提出了“普及提升公民

数字素养”的系统性要求。[2] 在此基础上，中

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的《提升全民

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着力拓展数字工作

的应用场景，指出要提升职业群体的数字技能

以适应线上办公等新兴工作模式。[3] 实际上，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

国 2022 年 6 月在线办公用户已达 4.61 亿，占整

体网民的 43.8%。[4] 这提示我们：无论是从政

策背景还是现实场景出发，远程办公俨然已经

成为数字变革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

有鉴于此，我国公民数字素养能否匹配远

程办公的时代要求，已经成为衡量数字社会水

平的重要维度。因此，本文着力于探究我国公

民数字素养现实、阐明远程办公模式的丰富内

涵、考察个人数字赋能与工作模式预期转变的

关联，这既是对全民数字素养提升的国家战略

的理论关照，亦是对数字赋能图景下工作模式

变革的实证探索，对我们厘清中国式现代化背

景下数字赋能与办公模式变革的联动机制具有

重要意义。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数字素养与远程办公

进 入 到 机 会 与 风 险 并 存 的 信 息 数 字 时

代，公民的数字素养作为个体素养的重要一

环，已然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战略竞争力之

一。国际层面，201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

的数字素养全球框架（Digital Literacy Global 
Framework）对数字公民提出普适性要求，将

数字素养定义为通过数字技术安全适当地访

问、管理、理解、整合、沟通、评估和创造信息，

以促进就业、体面工作和创业的能力。[5] 之后，

顺应国际趋势，2021 年中央网信办面向线上办

公提出“提升高效率数字工作能力”的要求，

指出中国情境下的数字素养不仅包括数字工具

的获取和使用等技能，更强调创造性理解和处

理信息技术的综合能力。[3] 不难看出，无论是

国际还是国内，数字素养的内涵均是围绕工作

目标灵活决策与应用的，其内涵阐释包括数字

浸润和数字能力两个面向：前者指涉基于特定

理解的技术操作性的使用，而后者则更关注对

数字技术的创造性应用，这体现了数字素养提

升与远程办公要求的紧密关联。

数字素养全球框架的发布与国内提升数

字素养的政策性部署启示了测量公民数字素养

的合理路径。考虑到目前自我评估的量表仍是

刻画公民数字素养事实的主流，[6] 本文参考

2023 年黄阳华等人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家庭

数字经济调查数据库构建中国居民化数字指数

（China Individual Digital Index, CIDI）的测度

思路，[7] 承袭立足于中国国情的居民数字化渗

透的度量依据，将数字素养的内涵拆解为“数

字浸润”和“数字能力”两个核心维度。基于此，

本文将在本节中回顾和反思有关数字技术与远

程办公的理论与文献以提出研究假设。

2. 数字浸润与技术框架

数字浸润指向数字使用的频度，技术可及

度的提高会驱动远程办公发展是目前被普遍认

可的结论。[8]技术框架理论遵循社会认知视角，

认为人们对新技术的理解决定其使用方式。[9]

即围绕信息技术的性质，人们会生产自己的解

释和行动的知识，指导技术实施策略，[10] 产

生数字浸润。在涉及中国民众数字浸润影响远

程办公态度的实证研究中，有学者运用南京

入户调查的数据，发现互联网使用越频繁，且

工种越适合在家工作的员工会越倾向于居家办

公。[11]

无独有偶，来自本土企业——携程的一项

有关接线员居家或公司办公的对比社会实验对

此亦有佐证，网络依赖不强的员工更不愿意居

家工作。[12] 可以看出，基于中国本土的研究

对互联网使用和远程工作偏好之间的关联都指

向正相关的结论。不难理解，信息数字技术载

体是居家办公的先决条件，员工可以借助自身

互联网技术框架的优势来突破传统工作模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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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一定程度上与远程办公进行匹配。基于此，

便有假设：

假设 1：数字浸润对于远程办公预期具有

显著的正向作用，即相较于数字使用不频繁的

人群，运用数字技术更频繁的人群更倾向于远

程办公。

3. 数字能力与技术挪用

在关注现代性的新技术社会学语境中，个

人超越简单的技术使用以提升数字能力的行为

成为了一个关键的互动分析框架，即技术挪用

理论。其指向社会行动者和技术装置互动中前

者突破技术设定的思想规约，进行积极的创造

性生产的数字能力建构过程。[13]-[15] 沿此理论

脉络，远程工作中的技术挪用体现出人们在工

作中积极访问、阐释和反思互联网的能动性谈

判过程，通过给予技术对象以主观意义补充其

原始设计，争取自己的数字能力。[16]，[17] 当技

术挪用发生后，人们开始定制化重塑互联网功

能，弥合远程办公中的个性化需求，从而改变

对远程办公的预期。具体而言，一些数字能力

较高的员工可能通过高度个性化的互联网工具

提高工作效率，变得更积极地看待远程办公；

而数字能力较低的员工可能由于技术难题对远

程办公持保留态度。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 2：数字能力对于远程办公预期具有

显著的正向作用，即相较于数字能力较低的人

群，数字能力越高越倾向于远程办公。

4. 数字浸润的中介效应

数字浸润的实践以一定的数字能力为前

提，且数字能力是解释不同个体差异化使用数

字技术的核心因素，[18]，[19] 数字能力依托于现

实生活情境中数字使用频度以具象化展示个体

能力的高低，从而导致了不同的远程办公预期。

因此，个体的数字能力越强，数字使用的频率

便会越高，数字浸润的程度也相之越深，进而

借由前文对于技术框架的讨论，便越有可能青

睐远程办公模式。鉴于此，我们尝试构建其中

介效应的路径，便有假设：

假设 3：数字能力对远程办公预期具有正

向作用，此作用部分通过数字浸润的中介效应

以实现。

5. 性别和工龄的调节效应

在数字社会背景下，劳工社会学中的性别

议题进一步延展至远程办公研究。外国学者认

为女性由于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务或儿童保育而

选择居家工作。[20]，[21] 国内研究也与之产生了

对话，指出性别在居家办公的参与态度和满意

标准上均存在着显著差异。[22] 此外，工龄亦

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员工会随着工龄的增

长更熟悉远程办公所需的新兴技术抑或是工龄

较长的员工反而可能会因为对数字技术的不熟

悉而对远程办公采取保守态度，所以处于职业

生涯不同阶段的员工会产生不同的职业价值取

向，[23]，[24] 从而对远程办公预期产生影响是一

个合理的推测。因此，性别和工龄的异质性需

要厘清，故有假设：

假设 4：数字素养对远程办公预期的正向

作用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假设 5：数字素养对远程办公预期的正向

作用存在显著的工龄差异。

二、研究设计

1. 数据与样本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源于 2017 年中国综

合 社 会 调 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选取该期数据有两点核心原因：第一，

作为包含丰富的个体与互联网交互数据的最新

期调查，其具体量题不仅囊括个体数字浸润和

数字能力的维度，更与数字素养全球框架相对

应，回应了成为合格数字公民的全球号召。第

二，数据年份的选取考量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社会影响。2019 年末新冠疫情打破了既定的

全民办公模式，2017 年的数据则有助于回顾未

受特定外生事件影响时公民的远程办公预期。

依据研究思路，筛选出 18-59 岁从事非农工作

的人群，删去缺失值与异常值后，纳入研究的

有效样本为 1172 人。

2. 变量定义与测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远程办公预期，具体而

言，通过对“您认为在未来，借助互联网开展

远距离办公，是否会一定程度替代直接的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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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办公？”此题的回答来衡量个体对远程办公

预期的高低。此题的答案选择呈现为从“无法

替代”到“完全可以替代”的五个同意程度的

分布，故分别赋值 1-5。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数字浸润和数字能力，

它们的每个具体指标都对应数字素养全球框架

中的相应素养域①。首先，针对数字浸润情况

的具体设问包括表 1 所列示的 6 个题目，参照

已有研究，[25] 根据数字使用的频繁程度的不同，

分别将其赋值为 1-5，数值越大，表明数字使

用越频繁，数字浸润越深入。接着，表 1 中所

列示的 4 个问题构成了对被访者数字能力的综

合测量，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对互

联网技术的挪用能力，指向了更为灵活和深入

的问题解决域与安全伦理域。同上述处理方式

一致，我们将每一问题根据同意程度依次赋值

为 1-5，数值越大表示对自身的数字能力越认

可。最后，通过以下方式形成具体的两个研究

自变量：分别对 6 个数字浸润问题变量和 4 个数

字能力问题变量进行原始得分加总后除以相应

题数，得到连续变量“数字浸润”和“数字能力”。

控制变量方面，在统计模型拟合时设置了一系

列与数字素养和远程办公相关的变量，具体详

见表 2。

3. 分析策略与统计方法

本研究的实证策略综合采用了描述性统计

分 析、OLS 回 归、Sobel 检 验 和 Bootstrap 法 的

统计分析方法。具体而言，分析过程分为四步。

首先运用均值（标准差）、频数（百分比）对

样本的基本情况、个体的数字浸润和数字能力、

远程办公预期进行描述。此后，拟合 OLS 回归

模型来探究数字浸润、数字能力与居家办公预

期之间的关系。在第三步，为了挖掘两个核心

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机制，运用 Sobel 检验

和 Bootstrap 法来检验他们之间存在的中介效

应。最后，通过在回归分析中纳入“性别 × 数

字浸润”“性别 × 数字能力”“工龄 × 数字浸

润”“工龄 × 数字能力”交互项的方式，进一

衡量维度 衡量素养域 具体设问 具体内容

数字浸润

操作域

在过去的一年里，您因为下列事
情而上网的频繁程度是？

游戏、音乐、视频等（休闲娱乐）

信息域 搜索信息、浏览新闻等（获取信息）

交流域
通过 Email、QQ、微信、Skype 等

与他人交流（社交活动）

内容创作域
将微信朋友圈、QQ 空间、微博等作为自我

展示的平台，记录与分享自己的心情
（自我展示）

安全伦理域
通过网络维护自己权益，或为他人伸张正义

（网络行动）

问题解决域 网上转账、支付、网购等（商务交易）

数字能力

问题解决域

以下描述是否符合您的情况？

在网上查找自己想要的信息并不难

安全伦理域
网上（如微信、微博）看到周围人转发的重

要消息，我会先验证再相信

问题解决域
当我想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想法时，

我知道怎么操作

安全伦理域
在网上进行支付或者交易时，我会观察使用

环境来确定是否使用

注：素养域的分类来自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数字素养全球框架（Digital Literacy Global Framework）的文件资料，
笔者自译；具体设问与具体内容来自于 CGSS2017 年问卷。

表1  自变量的测量维度与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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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考虑更深层次的交互效应。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1. 描述性分析

表 2 列示了整体的描述性统计情况。首先，

在因变量方面，社会公众的远程办公平均预期

为 3.82，可见随着社会数字化改革的推进，公

众对于远程办公代替线下面对面办公的预期

已经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由标准差可知，公

众的远程办公预期水平离散程度较大、认可不

一，因此梳理和分析公众的远程办公预期的影

响因素具有一定的现实必要性。其次，在自变

量方面，公众的数字浸润度达到了 3.24，处于

中等偏上水平，即大部分人的数字使用都能维

持一定的频率，达到了合格水平以上；公众的

数字能力达到了 4.13，处于较高水平。比较而

言，公众的平均数字浸润度要低于平均数字能

力，这意味着公众可能掌握了较高的数字能力

内核，即能够根据自己的理解以挪用互联网技

术达成一定的生活目标，但这种能力的外显并

没有在足够的技术使用中得以展现，使用互联

网技术的频度比他们个体的数字能力要小 1 个

单位左右。综合而言，由数字浸润和数字能力

变量类别 变量名 变量定义
N=1172

频数（百分比 %）/
均值（标准差）

因变量 远程办公预期 1-5 3.82（0.97）

自变量
数字浸润 1-5 3.24（0.70）

数字能力 1-5 4.13（0.84）

控制变量

性别
女 =0 502(42.83)
男 =1 670(57.17)

年龄 18-59 岁 37.51(9.63)

婚姻状况
未婚 =0 250(21.33)
已婚 =1 922(78.67)

子女状况
没有孩子 =0 275(23.46)

有孩子 =1 897(76.54)

受教育水平
未接受教育 =0；小学 =6；初中 =9；高中 =12；大
学专科 =15；大学本科 =16；研究生及以上 =19 12.49(3.47)

社会经济地位 1-5 2.41(0.81)
社会阶层 1-5 2.52(0.81)

房产数量
0= 现在没有房产；1= 现拥有 1 处房产；2= 现拥有

2 处房产；3= 现拥有 3 处及以上房产
1.14(0.67)

住房大小① 
1= 建筑面积较小 906(77.30)
2= 建筑面积较大 266(22.70)

工作性质
非全职工作 =0 102(8.70)

全职工作 =1 1070 (91.30)
工龄 0-42 年 14.44（9.82）

居住地
城市 =1 996(84.98)
乡村 =2 176(15.02)

注：连续变量汇报均值与标准差，分类变量汇报频数和百分比。

表2  描述性统计

①根据 2016 年中国家庭每户平均住房面积为 123.2 平方米测算，小于 123.2 平方米视为住房建筑面积较小，大于 123.2 平方
米视为住房建筑面积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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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的数字素养处在中上水平，较能够匹配中

国数字社会的发展速度。

2. 相关性分析

表 3 汇报了数字浸润、数字使用和远程办

公预期的关联分析模型。首先，观察模型 1 的

回归结果可知，在控制其他混杂因素后，数字

浸润和远程办公预期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β=0.174，p<0.001），即样本的数字浸润

度越深，对远程办公的预期就越高，与假设 1
一致。接着，由模型 2 中的数字能力的系数可

知，在考虑混杂因素后，数字能力与远程办公

预期也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0.174，

p<0.001），即随着样本数字能力的提升，他们

对远程办公的预期也会相应提高，假设 2 得到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β
（SE)

β
（SE)

β
（SE)

数字浸润
0.174***
(0.046)

0.106*
(0.051)

数字能力
0.174***
(0.039)

0.135**
(0.043)

控制变量

性别
0.157*
(0.058)

0.146*
(0.058)

0.149*
(0.058)

年龄
-0.012*
(0.005)

-0.009
(0.006)

-0.008
(0.006)

婚姻状况
0.046

(0.099)
0.043

(0.098)
0.044

(0.098)

子女状况
0.131

(0.104)
0.108

(0.104)
0.119

(0.104)

受教育水平
0.017†

(0.009)
0.013

(0.009)
0.011

(0.009)

社会阶层
0.047

(0.047)
0.047

(0.047)
0.044

(0.047)

社会经济地位
-0.010
(0.047)

-0.011
(0.047)

-0.014
(0.047)

房产数量
-0.021
(0.044)

-0.020
(0.044)

-0.024
(0.044)

住房大小
-0.123†

(0.071)
-0.108
(0.071)

-0.112
(0.071)

工作性质
-0.026
(0.102)

-0.055
(0.102)

-0.052
(0.102)

工龄
0.009†

(0.005)
0.007

(0.005)
0.007

(0.005)

居住地
0.144†

(0.086)
0.138

(0.085)
0.144†

(0.085)

常数项
3.084***
(0.267)

2.944***
(0.272)

2.752***
(0.287)

N 1,172 1,172 1,172
R2 0.040 0.044 0.048

注：*** 表示 p<0.001，** 表示 p<0.01，* 表示 p<0.05，† 表示 p<0.1；模型 1 中纳入数字浸润和控制变量，
模型 2 中纳入数字能力和控制变量，模型 3 中同时纳入数字浸润、数字能力和控制变量。

表3  数字素养与远程办公预期的线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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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之后，本文同时将数字浸润和数字能力

同时纳入模型 3，考察整体上数字素养对于远

程办公预期的影响，观察系数得知：在控制其

他 因 素 不 变 的 情 况 下， 数 字 浸 润（β=0.106，

p<0.05） 和 数 字 能 力（β=0.135，p<0.01） 均

与远程办公预期存在正向关联，且相较于数字

浸润，数字能力具有更强的提升作用。这种数

字素养内部的异质性提示我们关注模型 2 和模

型 3 中数字能力系数的不同，在模型中纳入数

字浸润变量后，数字能力变量的系数变小，这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数字能力对于远程办公预期

的解释力度有一部分被数字浸润所稀释了，也

即间接验证了假设 3 的数字浸润的中介作用，

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会在下文中介效应分析部

分详细展示。

最后，观察远程办公预期的诸影响因素。

性别在任一模型中都起到了显著作用：相较于

女性而言，男性的远程办公平均预期水平更高，

可能是由于男性能更多地看到远程办公中个人

职业发展前景。[26] 在模型 1 中，年龄越小、受

教育水平更高、工龄越长、居住在城市的样本

的远程办公预期更高，而住房大小变量与远程

办公预期呈现负相关，可能的原因在于拥有更

大住房的个体更有可能拥有家庭同住者，使他

们更加关注远程工作带来的干扰，挑战了工作

和生活的平衡。另外，拥有更大生活空间的人

可能更多地在他们的家中进行了投资，期望它

是一个休闲而非工作的地方，从而加强了工作

和家庭生活之间的心理界限。[27] 在模型 3 中，

居住地的影响依然存在，其他变量不再具有统

计显著性。

3. 中介效应分析

由上述基准回归的结果可以得知，数字

浸润和数字能力皆与远程办公预期呈现正相关

关系，且存在数字浸润是中介变量的可能。因

此， 我 们 采 用 Sobel 检 验 和 Bootstrap 法 来 考

察数字浸润的中介效应，详细参数见表 4。在

Sobel 检验中，数字浸润的间接效应系数为 0.039
（p<0.05）， 且 在 Bootstrap 检 验 中 95% 置 信 区

间内不含 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存在。观察系

数可以得知，数字能力对远程办公预期的直接

效应和总效应均在 0.05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数

字浸润在数字能力对远程办公预期的影响中起

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数字能力通过数字浸润度

传递的正向效应占其对远程办公预期总影响的

22.30%，假设 3 得到验证。

4. 调节效应分析

在上述回归分析中仅展示了数字素养与远

程办公预期之间较为基本的关系，为了挖掘二

变量

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总效应 中介效应占比Sobel 检验 Bootstrap 检验

β β 95%CI
数字浸润 0.039* 0.039* （0.002,0.076） 0.135* 0.174* 22.30%

注：*** 表示 p<0.001，** 表示 p<0.01，* 表示 p<0.05；模型中皆纳入控制变量；Bootstrap 自抽样次数设定为 1000。

表4  数字浸润的中介效应分析（N=1172）

参数 数字浸润 数字能力

模型 4
女性

模型 5
男性

模型 6
性别交互项

模型 10
工龄交互项

模型 7
女性

模型 8
男性

模型 9
性别交互项

模型 11
工龄交互项

β 0.014 0.153* 0.148† 0.007† 0.141* 0.141* 0.068 0.007*
(SE) (0.085) (0.063) (0.082) (0.004) (0.068) (0.056) (0.057) (0.003)

N 502 670 1172 1172 502 670 1172 1172
R2 0.056 0.056 0.049 0.050 0.057 0.058 0.047 0.051

注：*** 表示 p<0.001，** 表示 p<0.01，* 表示 p<0.05，† 表示 p<0.1；模型中皆纳入控制变量，考虑到简约进行了省略处理。

表5  交互效应下数字素养与远程办公预期的关联

数字素养赋能远程办公预期

J D
 N



92

者在不同性别、工龄之间可能存在的异质性，

我们依次通过分性别构建样本和在模型中纳入

“数字浸润 × 性别”“数字能力 × 性别”“数字

浸润 × 工龄”“数字能力 × 工龄”的交互项来

探究数字素养在不同人群中可能产生的作用机

制的强度差异（表 5）。

首先，就性别异质性而言，在男性人群中

数字浸润与远程办公预期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

（β=0.153，p<0.05）。 进 一 步 地， 根 据 模 型 6
的交互项系数情况可以得知，性别之间的作用

差异是显著的（β=0.148，p<0.1），相较于女

性而言，男性的数字浸润越深越有助于远程办

公预期的提升。再看数字能力，在模型 7 和模

型 8 的分样本回归中女性和男性都分别起到了

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进一步观察模型 9 的

交互项系数可以得知：性别的调节作用并不显

著，即在全人群中区分性别后，数字能力对远

程办公预期的正向作用虽然存在绝对值上的差

异，却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由此，假设 4 在数

字浸润中部分得到验证。

再 看工龄的调节作用：观察模型 10 和模

型 11 的系数不难看出，工龄对数字浸润和远

程办公预期的正向关联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

（β=0.007，p<0.1）；同时，这种调节作用在数

字能力和远程办公预期的正向关联中依然存在

（β=0.007，p<0.05）。综合而言，数字素养对

远程办公预期的正向影响会随着工龄的增加而

增强，假设 5 得到验证。

总结与反思

1.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对公众数字

素养提出的新要求，结合技术框架与技术挪用

的理论，识别出外显式数字浸润和内驱式数字

能力的内涵，揭示了二者与远程办公预期之间

的关系，研究发现：

第一，数字浸润能够显著提升远程办公的

预期，相较于数字使用不频繁的人群，运用数

字功能更深入的人群会更倾向于远程办公。通

过深入地运用互联网技术来参与数字社会，个

体可能更顺利地适应以数字通信技术为基础的

远程工作环境，据此转化为对远程办公抱有希

冀的主观感受。同时，由于日常数字浸润的惯

习，数字浸润较高的人群模糊了工作和个人生

活之间的传统界限，使过渡到远程工作变得不

那么具有割裂性，因而变得可以想象。

第二，数字能力也能够显著提升远程办公

的预期，数字能力越强的人，他们的远程办公

预期也就越高。数字能力较高的个体更能有效

地挪用多种技术以适应远程工作环境和保持生

产力。与数字浸润相比，数字能力能更多地解

释个体数字素养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这些特质

使他们更倾向于选择远程工作，以获得更高的

工作生活平衡。

第三，证实了数字能力对于远程办公预期

的提升一定程度上是通过个体的数字浸润水平

来传递的。具有强大数字能力的个体通过更沉

浸式的数字使用，能够在技术变革的浪潮中获

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抓住积极变革的机会，成

为数字化发展中的受益者，在远程办公模式中

体验到更高的获得感和赋权感。

第四，男性人群中的数字浸润对远程办公

预期的提升强度更高。先行研究中的观点也证

实了这样的结论，传统的性别角色和社会期望

可能导致男性更可能从事与科技相关的职业和

教育路径，从而积累更多的数字技能和经验。

另外，男性通常在科技方面具有更高的自我效

能感和更高的风险承担倾向，这可能促使他们

更愿意接受和适应远程办公环境。[28]，[29]

第五，数字素养对远程办公预期的正向影

响会随着工龄的增加而增强。与性别不同的是，

员工工龄的正向调节作用并不只存在于数字素

养的一个面向，而是在数字浸润和数字能力两

者中都有所表达。可以想见，工龄较长的员工

可能在职业生涯中已经达到一定的成熟度，更

能理解和欣赏数字技术在提高工作质量和生产

力方面的作用，有助于他们在远程工作环境中

更有效地应用这些技术，即借助技术的实践价

值展现职业自觉。[30] 再者，值得深思的是：工

龄增长的背后其实也伴随着年龄这一重要人口

学因素的增长。年长者倾向于远程办公的可能

《自然辩证法通讯》  第 46 卷  第 12 期（2024 年 12 月）: 85-94

J D
 N



93

性更低是学界得出的普遍结论，[31] 如此一来，

数字素养的提升似乎解决了年龄和工龄之于远

程办公预期的悖论：随着职业生涯的深入，借

助数字素养，员工逆转了年龄对于远程办公预

期的负向作用，是数字素养的赋能所在。

2. 不足和展望

本文仍有几点不足之处。第一，在研究数

据方面，本研究的数据性质为截面数据，虽然

在研究设计中论证了选取这期数据的合理性，

但仍存在横断面数据在因果推断上的遗憾。如

果可能，未来可以对数字素养和远程办公态度

进行追踪调查，结合面板数据进行队列研究，

以进一步识别二者关联给出更为稳健的因果分

析。第二，在变量测量方面，考虑到数字素养

的复杂性与异质性以及人们对远程办公判断的

多元性，样本在回答问题时，可能会考虑到社

会风险和数字安全等问题，从而产生对远程办

公态度的偏移估计，导致结果的偏差。另外，

个体的主观解释变量具有私密性及难观测的特

点，需要不断改进量器和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度

量。第三，在解释路径方面，本研究虽然尽可

能地考虑了与核心变量相关的混杂因素，但是

由于人群态度的复杂性和隐秘性，若干不可观

测的变量可能会造成对模型结果的偏差，数字

素养对远程办公预期的影响可能散溢于各个方

面之中，因此数字素养只能解释其中的一小部

分的原因，更多尚没有在调查中采集到的变量

有待学者更多的关注，以进行进一步的路径分

析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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